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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规划。 既要推进城镇化，也要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安

全性。 中国城镇化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安全性还是恶化森林生态环境，存在争议。 借鉴 ＰＳＲ 模型、ＥＫＣ 曲线，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时空变化，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

全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值从 ０．４６８３ 上升至 ０．５０３８，森林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得

到了提升。 ②总体样本上，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之间存在倒“Ｕ”型。 城镇化水平较低时，能够提高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反之，降低森林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性。 ③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性，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与森林生态

安全显著正相关，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二者负相关。 ④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 东部地区城镇化与森林

生态安全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二者正相关。 此外，三二产业占比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森林生

态安全的改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议：①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
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加强森林生态安全红线控制，降低能源总量消耗和污染总量排放。 ②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产业结构

实现绿色转型，推进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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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率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４．７８％ 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

的 ６０．６％。 森林关系国家安全，是陆地上最重要和生物总量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对陆地生态环境有决定性的

影响，在维护陆地生态平衡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城镇空间扩展

及其伴随的高强度人类活动和不合理土地利用，对森林生态安全造成多方面负面影响，包括生态系统的功能

衰退、生物多样性的降低与动植物生存源地的破坏［１］。 同时，城市建成区周边多分布郁闭度较大的林地，森
林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显著；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退耕还林进度，减少对农村森林资源的依赖，降低对林业用

地的有害干扰，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中国城镇化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安全性还是恶化森林生态环

境，存在争议。 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提出推动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中国既要推进城镇化，也要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城镇化的发展不

能以牺牲森林生态系统作为代价。 揭示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内在影响机制，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方

案。 为此，本文基于中国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城镇化为出发点，研究其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程

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有三个重要的表现，第一、人口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第二、产业转型，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

动转型。 第三、土地利用变化，农村用地变为城镇用地。 城镇化涉及到农村和城市两个层面。 城镇化对森林

生态安全的影响从城市、农村两个层面，人口转移、产业转型和土地利用变化三个方面分析。 人口转移方面，
城市视角：人口向城市聚集，带来产业向城市集中，产生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增加森林生态

系统压力。 农村视角：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得毁林开荒、薪柴砍伐、牲畜养殖等开发利用农村森林资源的活动

减少，降低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干扰，减轻了农村森林生态压力，促使森林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改善［２］。 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
利用阿根廷国家尺度的人口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型模拟，也发现了农村人口转移可以促进森林的恢复［３］。
产业转型方面，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活动向以制造业、建筑业等为主的第二产业发生转变，这一过程能源持

续投入导致污染排放量只增不减，增大森林生态系统压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下一阶段经济结构将向低污

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之前受损的生态环境由于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功能得以改善。 土地利

用方面，城市视角：城市建设用地占据了更多的林业用地，导致野生生物减少甚至灭绝，水土流失加重，加剧洪

涝灾害的频频发生。 农村视角：农户外出打工，将闲置的耕地转为林地，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积极作用。 城镇

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并非简单地促进或阻碍作用，需要从多角度、多阶段分析。
近年来，城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问题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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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问题研究日渐增多，而对于二者的关系众说纷纭。 其一：城镇化能够降低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性。
Ｌｕ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森林生态承载力的驱动因素，发现城镇化率与森林生态承载

力显著负相关［４］。 王家庭分析快速城镇化的主要表征———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包括环境污

染、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吞噬绿色开敞空间等［５］。 Ｖｅｒｈｏｅｆ 证实了城镇化导致的工业集聚是产生各种污染的重

要原因［６］。 其二：城镇化能够改善森林生态环境。 Ｑｉｎ 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有
助于植被更新、森林恢复［７］。 城镇人口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自然保护区

域的保护和建设。 这两个趋势促使在整体区域上森林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改善［８］。 刘焱序认为城镇化导致的

人口和资金集聚能够有效推动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以满足人们居住的要求［９］。 随着家庭外出劳动力个数

的增加，薪柴使用量减少 ７．３％，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减缓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压力［２］。 城镇化带来产业集聚，
刘习平以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为基本框架，提出产业集聚能有效地改善城市环境状况［１０］。 其三：城镇化与森林生

态安全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 Ｅｈｒｈａｒｄｔ 基于跨国数据考察城镇化与森林毁林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倒

“Ｕ”型关系［１１］。 Ｒｏｂｓｏｎ 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土地弃耕尽管促进了森林恢复，但也导致森

林⁃农业镶嵌的景观减少，造成景观同质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１２］。 Ｄｅ 基于西欧国家的历史数据，认为森林覆

盖率会随着城镇化进度而呈现出倒“Ｕ”型变化［１３］。 研究方法方面，在森林生态安全评价方面，文献大多采用

ＰＳＲ 模型构建森林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冯彦采用 ＰＳＲ 模型评价湖北省县域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状况［１４］。
姜钰运用 ＰＳＲ 模型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森林生态安全及空间收敛性进行测度分析［１５］。
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学者大多基于 ＥＫＣ 曲线模型，实证研究二者的关系。 比如，Ｆｅｒｌａｉｎｏ 和章泉

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环境城市曲线（ＥＵＣ），证实了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随着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先恶化后改善［１６—１７］。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城镇化与森林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缺少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内在影响机

理的深入研究。 究其原因，城镇化的发展存在阶段性，现有文献缺少长时间大尺度实证研究，对二者关系的研

究停留在识别与验证层面。 国内外学者大多借鉴 ＥＫＣ 曲线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据此，本文

采用 ＰＳＲ 模型构建森林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在 ＥＫＣ 曲线基础上采用全国省际

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等变量的控制，分析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以期为森林生态安

全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１　 中国森林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分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ＳＲ）最初由 Ｄａｖｉｄ（１９７９）提出用于构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后由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于 １９８９ 年举办针对环境问题的会议上得到七国集团首脑

获得认可。 目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流域系统、湿地系统、耕地系统和森林系统等。 本文借鉴 ＰＳＲ 模型

“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１８］，构建森林生态安全指标框架，森林生态安全状态类指标是指目前森林生态

系统的资源状况，压力类指标用来反映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的破坏性干扰；响应类指标

是指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的有益干扰。 对森林生态安全系统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可得森林生态安全

指数。
１．１　 指数构建

森林生态安全可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在遭受外界环境的

影响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后，可以实现自我调控、自我修复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复杂性、可恢复

性和可服务性的状态［１９］。 森林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建立采用 ＰＳＲ 模型和参考 Ｔａｎｇ［２０］、Ｚｈａｎｇ［２１］、Ｌｕ［１９］、李
岩［２２］、徐会勇［２３］、冯彦［２４］等人文献，选取土壤有机质、水土流失强度、森林覆盖率、林地面积占比、林地占有

量、森林物种丰度指数、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天然林比重、异龄林比例、乡土树种比例作为森林状态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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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单位面积能源消耗、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病虫害受灾率、森林火灾受灾率作为森林压力类指标，自然

保护区占比、国家林业投入强度、年度造林比例作为森林响应类指标。 采用专家会议法，于北京林业大学、国
际竹藤中心、鹫峰森林公园等地举行森林生态安全指标咨询会议，根据对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国际竹藤中心及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等 ３１ 位林学、生态学、林业经济等方面专家的

咨询，提出建议：土壤有机质、水土流失强度、森林物种丰度指数、森林林龄组成、异龄林比例、乡土树种比例等

指标数据不易获得；林地占有量与林地面积占比存在重叠；压力类指标主要反映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对森林

生态系统进行的破坏性干扰，侧重点为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建议删除病虫害受灾率、
森林火灾受灾率指标；林业投入强度改为政府投入强度。 对选择的指标进行了剔除和调整，最终确定了 １０ 个

指标来构建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森林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亚结构
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指标名称（性质）
Ｉｎｄｅｘ ｎａｍｅ（ｎａｔｕｒｅ）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森林状态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 ／ 国土面积×１００％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林地面积占比（＋） 林地面积 ／ 国土面积×１００％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森林蓄积量 ／ 森林面积

质量指标 天然林比重（＋） 天然林面积 ／ 森林面积×１００％

森林压力指标 一般压力 人口密度（－） 年末人口数 ／ 国土面积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单位面积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量 ／ 国土面积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排放量 ／ 国土面积

森林响应指标 维护指标 自然保护区占比（＋） 自然保护区面积 ／ 国土面积×１００％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政府林业投入强度（＋） 政府林业投资额 ／ ＧＤＰ

年度造林比例（＋） 每年造林面积 ／ 森林面积×１００％

　 　 ＋为正向指标，－为逆向指标

本文根据熵权法计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２５—２８］。 熵权法是根据信息论基本原理，将系统的有序程度分为

有序和无序两种状态，其中有序程度用信息来表示，而无序程度则用熵来度量，熵值越小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

越大。 熵权法具有赋权客观的优点，能有效避免权重设置的主观影响。
（１）熵权法权重

①假设有 ｍ 个样本和 ｎ 个指标，则构建判断矩阵：
Ｘ ＝ （ｘｉｊ ）ｍ×ｎ 　 　 ｉ ＝ １，２，…，ｍ；ｊ ＝ １，２，…，ｎ （１）

②将判断矩阵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

式中， ｙｉｊ 为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为第 ｊ 个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③计算指标 ｊ 的信息熵：

Ｈ ｊ ＝ －
∑ ｎ

ｉ ＝ １
Ｙｉｊ ｌｎ Ｙｉｊ

ｌｎｎ
　 　 　 （３）

Ｙｉｊ ＝
ｙｉｊ

∑ ｎ

ｉ ＝ １
ｙｉｊ

　 　 ｉ ＝ １，２…，ｎ （４）

式中， Ｈ ｊ 为指标 ｊ 的信息熵

④计算指标 ｊ 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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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ｊ ＝
１ － Ｈ ｊ

∑ ｎ

ｊ ＝ １
（１ － Ｈ ｊ）

（５）

式中， ｗ ｊ 为指标 ｊ 的权重。
（２）计算森林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森林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及森林生态安全响应指数

森林生态安全状态指数反映森林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计算公式为：

Ｚ ＝ ∑
ｎ

ｊ ＝ １
ｗ ｊ ｙｉｊ （６）

Ｚ 为森林生态安全状态指数， ｙｉｊ 为状态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ｗ ｊ 为指标 ｊ 的权重。
森林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反映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性，计算公式为：

Ｙ ＝ ∑
ｎ

ｊ ＝ １
ｗ ｊ ｙｉｊ （７）

Ｙ 为森林生态安全压力指数， ｙｉｊ 为压力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ｗ ｊ 为指标 ｊ 的权重。
森林生态安全响应指数反映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维护，计算公式为：

Ｘ ＝ ∑
ｎ

ｊ ＝ １
ｗ ｊ ｙｉｊ （８）

Ｘ 为森林生态安全响应指数， ｙｉｊ 为响应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ｗ ｊ 为指标 ｊ 的权重。
（３）森林生态安全指数

将森林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森林生态安全压力指数、森林生态响应指数进行平均，可得森林生态安全综合

指数，公式为：

ＥＳＩ ＝ Ｚ
３

＋ １ － Ｙ
３

＋ Ｘ
３

（９）

式中，ＥＳＩ 为森林生态安全指数， Ｚ 为森林生态安全状态指数， Ｙ 为森林生态安全压力指数， Ｘ 为森林生态安

全响应指数。
１．２　 时空特征分析

依据 ＰＳＲ 模型，构建森林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应用熵权法对中国 ３０ 省际（港澳台藏除外）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

森林生态安全进行评价，计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并分析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省际森林生态安全

指数时空变化，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８ 年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时空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较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南方林区、西南林区和东北林区。 其中，１９９９ 年吉林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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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水平最高（０．５７８６），这是因为吉林森林资源丰富，人类行为对森林生态系统负面影响小，森林生态维护投

入大。 到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最高省份位于海南，最主要原因是与其他省份相比森林生态维护投入大。
１９９９ 年，森林生态安全指数低于 ０．５ 的省市自治区位于华北平原地区和中部地区。 ２０１０ 年，低于 ０．５ 的地区

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 ２０１８ 年，华北平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在 ０．５ 以下，低于均值水平。
说明中部地区森林生态安全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对于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尤其华北平原地区，亟需加强森林

生态建设力度，提升森林生态安全水平［２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值从 ０．４６８３ 上升至

０．５０３８，提升了 ７．５８％，除新疆、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外，中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指数逐年上升，说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森林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得到了提升。

２　 中国城镇化影响森林生态安全实证研究

２．１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为研究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森林生态安全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森林生态安全指数

来表征，选择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征。 参照韩依洋［３０］、郑雅

婷［３１］、Ｌｕ［４］、蔡秀亭［３２］等人的研究选择不变价人均 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比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以

１９９９ 年为基期，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不变价人均 ＧＤＰ ［３３］；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产业

结构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表征。
本文研究对象为省（市自治区），共计 ３０ 个研究单元（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区未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

区）。 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３４］、《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３５］、《中国林业统计

年鉴》 ［３６］、《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３７］和国家统计局等。 森林资源每五年清查一次，有关森林资源的数据其他年

份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２．２　 计量模型

２．２．１　 ＥＫＣ 曲线

国内外学者大多借鉴 ＥＫＣ 曲线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３８］。 本文将其引用至城镇化与森林

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上。 即森林生态安全开始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增加而增加，当城镇化增加到

某个“拐点”，随着城镇化水平增加而变差，即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呈现倒 “Ｕ”型。 但是产业结构、ＦＤＩ 等
各种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森林生态安全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拐点等。
２．２．２　 模型构建

除城镇化外，人均 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也影响森林生态安全。 因此，为了研究城镇化对森

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必须要考虑人均 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形式：
ｅｓｉｉｔ ＝ ａ０ ＋ ａ１ ｕｒｂｉｔ

２ ＋ ａ２ ｕｒｂｉｔ ＋ ａ３ ｐｇｉｔ ＋ ａ４ ｆｄｉｉｔ ＋ ａ５ ｉｓｉｔ ＋ ＋ ｅｉｔ （１０）
式中， ｉ 表示省市自治区， ｔ 表示年份，ｕｒｂ 表示城镇化率， ｐｇ 表示人均生产总值，ｆｄｉ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 ｉｓ
表示产业结构， ｅ 为修正项。
２．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２．３．１　 样本的总体效应分析

首先利用面板数据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随
机效应模型假设被拒绝，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如表 ２ 所示。

城镇化、城镇化平方对森林生态安全指数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结合回归系

数可以发现，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 城镇化水平每增加 １％，森林生态安全指数

“增加”－０．０００２９１４×ｕｒｂ＋０．０１２２６７５，指数“增加”多少取决于城镇化水平。 在城市化中期初始阶段，城乡利益

差异促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能源结构持续调整，同时伴随着退耕还林等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
降低农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增加了森林数量与质量，提高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 尽管人口、产业在城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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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由于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调控的功能，对其胁迫性较小。 因而在该阶段，城镇化水平越高，森林生态

安全指数越大［３９］。 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伴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导致林

业生态保护用地被占用，同时人口、产业在城市高密度集聚，产生集聚不经济效应，导致“城市病”。 农业劳动

力代际衔接不畅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能增加森林数量、质量的作用减少。 因而在该阶段，城镇化水平越高，
森林生态安全指数越小。

表 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总体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总体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城镇化平方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ｕｒｂ２） －０．０００１４５７∗∗∗（－１１．８７）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２（－０．７８）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 ０．０１２２６７５∗∗∗（１０．２８）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ｐｇ） －０．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５４）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０．０７９６４５９∗∗∗（１１．３１）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１２４５４９∗∗∗（６．１４）
　 　 １．ｕｒｂ 为城镇化率，ｉｓ 为三二产业结构比，ｆｄｉ 为外商直接投资额，ｐｇ 为人均生产总值；２．括号内为 ｔ 值；３．∗、∗∗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３．未包括港澳台藏数据；４．注释下同

产业结构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说明提高第三产业占比能够提升森林生

态安全状况。 高污染、高排放、高能源消耗的第二产业增加森林生态系统压力，而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第

三产业则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改善具有明显的效果。 提高以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可降低森林生态系统

压力，对森林生态环境具有改善作用［４０］。
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均 ＧＤＰ 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不显著，人均 ＧＤＰ 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二者还是存在着矛盾。 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作为代价，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外商直接投

资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需要分阶段、分地区分析，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二者的关系不显著。
采用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时间差异与区域差异来验证城镇化水平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呈倒

“Ｕ”型，即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提高森林生态安全状况，反之，降低森林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性。
２．３．２　 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时间差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率达 ５０％，为城镇化中期拐点，城镇化速度开始放缓。 为了探

讨城镇化阶段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差异，将研究时段以 ２０１０ 年为时间节点分为 ２ 个研究时间段：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对 ２ 个时间样本进行估计，对比时间效应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 ０．００１５８３４∗∗∗（３．１４） －０．００２９１１９∗∗∗（－３．２７）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０．０７６４６７９∗∗∗（７．０９） ０．０３２３４１７∗∗∗（３．４６）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２０６∗∗∗（３．３７）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３６）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ｐｇ） －０．１１８０６２３∗∗∗（－１１．７） －０．０２２０３６５∗∗∗（－２．７６）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９０９８４１∗∗∗（３２．８２） ０．６９３５８０６∗∗∗（２２．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水平

不高于 ５０％，该阶段城镇化速度较快，城镇化有利于提高森林生态安全状况。 １９９９ 年，国家逐渐重视森林的

生态效益，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而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驱动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了对森林

资源的依赖，降低了林农经营林地的积极性，促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与此同时，由于处于城镇化初期，城
市人口、产业集聚在一定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的生态弹性较强，人类与森林生态系统能够和谐相

处，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胁迫性较小［４１］。 因而，在这一阶段，城镇化能够提高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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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城镇化水平

高于 ５０％，该阶段城镇化速度放缓，城镇化水平越高，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越差。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

加，农村能源结构已经发生调整。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相比，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的较少，对森林资源

依赖较低。 此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森林资源增加的作用与城镇化中期前半段相比，有所降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的 ４ 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占据了更多的生态用地。 人口、产业数量超过区域限制，
人类活动超过森林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那么必然会增加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给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控带来更大的压力［４２］。 因而，在这一阶段，城镇化可能降低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除此之外，产业结构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改善森

林生态环境［４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外商直接投资在 １％的水平下与森林生态安全显著正相关，说明“污染天堂”
假说不成立。 一方面，可能外商直接投资较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带来先

进的技术，利于环境的治理。 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不显著，二者负相关。 地方竞争可能降低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

监管力度，使外商直接对森林生态产生负向影响。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人均 ＧＤＰ 对森林生态安全

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２．３．３　 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区域差异

２０１８ 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达 ６７．７６％，而西部地区仅为 ５３．９０％，中部地区多数省份城镇化水平不足

６０％，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距离，存在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为了探讨城镇化对森

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区域差异，将中国省份单元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对比区域差异对森林生态安全的

影响，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区域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东部 Ｅａｓｔ 中西部 Ｍｉｄｗｅｓｔ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 －０．００２７４７８∗∗∗（－３．７１） ０．００１９０６４∗∗∗（４．０９）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０．０６３２３０８∗∗∗（６．２２） ０．０６４２５６４∗∗∗（４．３７）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９（１．３０） ０．００００４４８∗∗∗（３．２３）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ｐｇ） －０．０５１０５７３∗∗∗（－５．５６） －０．０２１４０９９∗∗∗（－２．７４）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６７７３８７８∗∗∗（２３．９３） ０．３９８５５４７∗∗∗（１７．５３）

东部地区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与

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蔓延现象日趋严重，增加城市森林生态压力，降低森林生态系统安全性。 中西部地

区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 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减

少，增加山区的森林数量与质量，城市人口集聚，规模效应凸显，资源利用率提升，双边作用共同提升森林生态

安全水平。 产业结构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森林生态

环境的保护。 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在 １％的水平下与森林生态安全显著正相关，这些地区产能落后，外
商投资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有利于改善森林生态环境。 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不

显著，作用方向为正，这些地区产业结构较为高级化，倾向于引入具有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排放系统的

外商投资企业，帮助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均 ＧＤＰ 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

平下显著负相关。
通过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时间差异与区域差异分析，可以证明城镇化水平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

呈倒“Ｕ”型，即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森林生态安全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２．４　 稳健性检验

对于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更换计量方法，如果实证结果依然是倒“Ｕ”型，说明固定模型的

结果是稳健的，如表 ５ 所示。

１９９２　 ７ 期 　 　 　 冯彦　 等：中国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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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ＦＥＭ 与 ＯＬＳ 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ＥＭ ａｎｄ ＯＬ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ＥＭ ＯＬＳ

城镇化平方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ｕｒｂ２） －０．０００１４５７∗∗∗（－１１．８７） －０．０００１７５２∗∗∗（－１７．９１）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 ０．０１２２６７５∗∗∗（１０．２８） ０．０１４６５１４∗∗∗（１３．８）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０．０７９６４５９∗∗∗（１１．３１） ０．０８３４８１１∗∗∗（１７．０９）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２（－０．７８） －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３（－１．３６）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ｐｇ） －０．００９２０１７（－１．５４） ０．００８４６１２（１．５４）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１２４５４９∗∗∗（６．１４） ０．１３５９００４∗∗∗（４．７８）

ＦＥＭ：固定效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ＦＥＭ 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城镇化率二次项指标（ｕｒｂ２）依然为负，且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采用 ＯＬＳ 模

型后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所呈倒“Ｕ”型曲线关系依然成立，且城镇化一次项（ｕｒｂ）系数与产业结构（ ｉｓ）依
然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可以认为本文构建的模型是稳健的。 人均 ＧＤＰ 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ＦＥＭ 与

ＯＬＳ 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回归系数方向相反。 二者的理论原理不同，面板数据更多采用 ＦＥＭ，本文主要应用

ＯＬＳ 模型用来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
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还可以通过将城镇化率从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倒“Ｕ”型的拐点处分成两组，

如果城镇化低于拐点值对森林生态安全显著为正，而高于拐点值显著为负，则说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是

稳健的，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城镇化分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低于拐点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高于拐点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 ０．００１０３０８∗∗∗（２．９６） －０．０００４７８４∗（－１．８５）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０．００３７５６２（－０．３６） ０．００７６７７６∗∗∗（２．８５）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１１４（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９∗∗（－１．９８）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ｐｇ） －０．００３０２２（－０．４１） ０．００７５３４３∗∗∗（４．７４）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５６３８６４∗∗∗（２７．２５） ０．４７８７３３４∗∗∗（３８．５８）

对城镇化率按照固定效应模型倒“Ｕ”型拐点进行分组后，发现城镇化率低于拐点时，ｕｒｂ 对森林生态安全

的影响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而高于拐点时，ｕｒｂ 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

与森林生态安全呈倒“Ｕ”型。 可以认为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是稳健的。
低于拐点和高于拐点样本包括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城镇化低于和高于拐点的全部省市自治区，不具有抽样性

特征，模型未将城镇化率平方包含在内，重点考察拐点两侧城镇化的回归系数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对产业结

构、外商直接投和人均 ＧＤＰ 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不做具体分析。

３　 结论及启示

３．１　 结论

本文在 ＥＫＣ 曲线基础上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值从

０．４６８３上升至 ０．５０３８，提升了 ７．５８％，除新疆、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外，中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指数均得

到了提升，中国森林生态安全状况整体上得到了改善。 ②总体样本上，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之间存在

倒“Ｕ”型关系，说明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先改善，后胁迫的倒“Ｕ”型规律。 ③城镇化对森林生

态安全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性，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

２９９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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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二者存在负相关，说明在城镇化中期前半段，城镇化能够促进森林生态安全的提升，在城镇化

中期后半段，城镇化导致森林生态环境恶化。 ④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 东部地区城

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二者正相关，说明促进中西部地区城

镇化发展，能够改善森林生态环境，而东部地区反之。 此外，三二产业占比与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正相关，产业

结构升级带来森林生态安全的改善。
３．２　 讨论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森林生态安全影响的作用机制与作用规律。
本文得到的结论对推进中国城镇化与森林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８ 年为中国城镇化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是一个

长期、动态的过程，并非简单地促进或阻碍作用，需要从多角度、多阶段分析。 对中国而言，１９９９ 年，国家逐渐

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而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驱动

加快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这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明显，一方面降低了农户生计对森林资源的依

赖；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阶段处于初期，城市人口、产业集聚在一定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的生态弹

性较强。 因而，在这一阶段，城镇化能够提高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能源

结构已经完成了调整。 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从事林业的较少，对森林资源依赖本身较低。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边际作用有所降低。 ２００９ 年开始的 ４ 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

展以及城市蔓延的加快，增加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占据更多的林业用地，降低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本文

采用长时间尺度研究城镇化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要依据

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制定森林生态环境保护针对性的政策。
本文仅在省级层面分析了城镇化对森林生态安全的影响，没能拓展到市级层面，甚至县级层面，未来研究

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得到更具一般性的研究结论；再次，在森林生态安全指标体

系的建立上，增加专家学术背景、人数和专业考察，通过比较、取舍，提高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对于上

述问题，笔者将在今后研究中弥补不足，继续深入研究。
３．３　 建议

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的省份，比如甘肃、广西、贵州等，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

集聚。 农村人口转移促进山区退耕还林，降低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利于森林生态恢复。 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

户籍管理制度、推进城乡均等公共服务制度、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提供进城农民工城镇保障型住房等政策

方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江苏、山东、天津等，城镇化的发展不

能以牺牲森林生态安全作为代价，应加强森林生态安全红线控制，降低能源总量消耗和污染总量排放，在森林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内实现森林可持续性发展。 通过推进绿色生态治理建设项目、提升能源消耗及排放规范等

准入门槛、控制大城市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扩张、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和健全森林休养生息制度等措

施提高森林生态安全水平。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产业结构实现低碳转型，推动经济循环发展。 通过淘汰高能

耗、低效率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等政策调整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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